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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差距的影响，并运用动态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可以显著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水平，但随着技术创新分位点的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技术创新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上一期的技术创新对当期的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因此，需要持续加强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补贴与支持，缩小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差距，实现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与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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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on the Level of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ts Disp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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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d a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on the level of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ts disparity, and uses a dynamic regression model for further analysis.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shows that industrial pollu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vel gradually decreas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ntile poi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 gradual accumulation process, and the previou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urr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ve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subsidies and support for industrial pollu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to narrow the gap in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and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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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经济增长迅速，但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的整个过程。中国政府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措施改善环境问题，但污染防治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特别是工业污染治理问题。工业污染主要是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等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其治理方式分为末端治理和前端预防，通过利用技术创新手段达到清洁化、低污染、低能耗和可循环的治理效果，比如末端治理通过开发治理技术、改善治理设施来对产生的污染物进行净化处理，前端预防则主要对能源系统、生产系统进行改良来降低污染程度。由于技术创新存在路径依赖，且具有经济外部性，需要政府积极进行干预。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在约束环境资源作为公共产品的负外部性的同时，支持企业改善因技术创新引起的正外部性[1]。比如适当的研发补贴和污染排放征税等措施有利于清洁技术进步[2]。政府对地区污染治理的措施会对企业的生产技术改进、污染治理设备的购置和环保资金的配置等产生影响[3, 4]。由此可见，加强工业污染治理可以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亦是工业污染治理的重要手段。
我国近年来一直重视对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与一般的生产性投资不同，其主要是驱动技术创新来弥补环境成本，在改善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2019年，我国的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615.15亿元，其中治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分别为69.90亿元、367.70亿元、17.07亿元。但我国地域辽阔，各区域的区位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会导致累积的技术创新水平存在差距，那么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这些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距？是否能通过调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规模或模式在提高区域技术创新的同时缩小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差距？
1 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是政府进行工业污染治理的一种重要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关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大致分为三种：一是促进关系。环境规制显著改善了企业绩效，提升企业竞争力，能促进厂商技术创新，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新证据[5, 6]。环境规制政策越严格，企业将在环保技术方面投入越多的研发成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7, 8, 9]；二是抑制关系。环境规制强度越大，同期的技术创新专利数量越少，因为环境规制将会提高厂商的遵循成本，不但不能够实现技术创新的提高，反而会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下降[10, 11]；三是U型或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某个转折点后才可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呈现先下降后提升的Ｕ型动态特征[12]。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先正向后负向的倒U型关系[13, 14]。另一方面是研究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关系。石光等[15]研究发现政府的补贴政策可以有效激励燃煤电力行业企业投运脱硫设施和二氧化硫减排，促进了环境保护。王鹏和谢丽文[16]的研究表明资金投入是影响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主要因素，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对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污染治理效率存在差异。胡艳和吴振鹏[17]构建了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体系，认为中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较低且存在区域差异，需要加大环境治理投资的力度。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后发现，相关学者专门针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差距的因果关系研究很少，特别是没有厘清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且以往的实证分析主要运用条件期望、均值回归，对异常值的敏感程度低，容易产生偏误。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有以下创新点：第一，根据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厘清和分析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作用于技术创新及其差距的影响机制。第二，采用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差距，并用动态回归模型进行验证，估计结果更稳健。第三，进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区域的技术创新水平差距产生的影响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为政府实行区域性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政策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根据污染控制经济学，污染控制不仅依靠市场调节，还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企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进行污染治理的重要责任人，如果企业在未来可以采用新技术，那么未来的污染治理成本取决于现在的投资决策。而现在的污染治理投资意愿不仅取决于市场价格，也取决于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比如排污费用、补贴制度等。企业为达到环境规制政策关于污染物排放、环境保护的强制要求，会自筹一部分资金用于污染治理，同时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也可以激励企业进行污染治理，比如绿色金融、税收优惠与补贴政策，降低企业污染治理的融资和成本约束。因此，政府通过调整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改变企业的污染治理投资意愿。波特假说认为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如果引导并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受管制的企业将愿意把一部分资金投资于污染治理技术的创新，最终企业研发出的新产品将比原产品更先进、污染更少，原材料和能源使用效率得到提高。取得新的改进型产品专利和技术的这些企业相比于其他企业更具备竞争优势，随着企业的生产和盈利能力提高，这部分成本将被抵消，实现环境保护和企业竞争力增强的双赢[18]。
除了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环保部门的严格监管都要求工业企业积极进行污染治理投资。工业企业进行污染治理投资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进行末端治理，投入资金和人员研发出净化污染物的设施和技术，对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无毒、无污染的净化处理；另一方面进行前端预防，在能源和生产系统上进行技术创新，开发出新技术和新产品来提高能源、原料的使用效率，减轻污染排放的规模和程度。由此可见，工业企业对污染物末端治理和前端预防投入资金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治污效率，减轻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程度，在实现自身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达到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要求、符合环保部门的制度并满足公众的环境利益，而技术创新是实现这种目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在现实中，有竞争力的公司往往是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公司，而不是投入成本最低或者规模最大的公司。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后研发出具有商业价值和环境价值的新工艺或新产品将会增加企业的比较优势，同时达到经济效益增加和环境保护。若企业为了减少环境成本而挤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不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将面临无法弥补环境成本、产品不被市场所接受、缺乏竞争优势等而逐渐退出市场的局面，为避免造成这种结果，将会倒逼企业进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实现技术创新。影响机制见图1，由此，提出假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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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假说1：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引导工业企业增加污染治理投资来进行前端预防与末端治理技术的提升，整体上促进了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
2.2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水平差距的影响机制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本作为企业的一种生产要素是符合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即在其他生产要素数量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生产者对某种生产要素的增加，则最终所增加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本文将技术创新视为企业的一种技术创新产出，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视为实现这种技术创新产出的资本要素投入。那么技术创新产出函数可以表示为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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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tii表示不同企业或区域的技术创新产出，inv代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z代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
如果区域1、2、3在前期已经累积的技术创新水平依次降低，由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可知，边际产量最终必然会呈现出递减的特征，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的边际产出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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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当某个区域累积的技术创新水平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增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将会比其他技术创新水平低的区域减弱。相比于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或区域，低技术创新水平的企业或区域通过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促进技术创新的潜力更大。因此，政府应该对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或区域增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获得更高的技术创新水平来改善环境污染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区域间技术创新水平的差距，给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或区域实现赶超的机会。由此，提出假说2。
假说2：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或区域的促进作用大于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或区域，说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缩小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差距的作用。
3 模型、变量与数据
3.1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相关文献在考察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时，主要运用条件期望、均值回归，但实际上大多数变量数据会存在尖峰、肥尾等情况。为此，Koenker & Bassett[19]提出了分位数回归，其对误差项分布没有具体假定，并且对异常值的敏感程度低，估计结果更稳健。因此，本文采用能提供关于条件分布全面信息的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基准回归，选取不同分位数上的各项回归系数来计算2008-2018年的技术创新数值，对技术创新进行水平高低的区分，在进行分类估计后找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为了变量的平稳性，给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引入到实证模型，见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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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μ代表常数项，β表示各项待估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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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gti）。以往文献关于技术创新的度量大多数与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数量相关，如王锋正和姜涛[20]采用单位能耗所需的研发投入度量绿色技术创新，同样基于研发投入角度，本文以各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除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来度量技术创新，比值越大，技术创新水平越高。
核心解释变量：工业污染治理投资（inv）。本文借鉴高萍和王小红[21]的研究，基于污染治理投入费用的视角，将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除以工业增加值衡量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其比值越大，说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水平越高。
其他控制变量：经费投入（rdf）。企业对技术研发与创新方面的资金投入是影响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因素之一，本文选取各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除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作为经费投入。对外开放度（open）。技术创新不仅依靠自主创新，还与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密切相关。对外开放程度对技术、人才、知识的溢出和引进产生重要影响，会间接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本文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外商资本金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的比重作为对外开放度的代理变量。经济发展水平（gdp）。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建设投入水平，与环境污染状况、技术创新水平密切相关，本文采用各省市的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ind）。由于教育、科技服务等第三产业对技术创新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代表产业结构。
3.2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剔除数据不全的西藏和港澳台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来探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整体上如何影响技术创新。数据来源于30个省市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技术创新的对数
	lngti
	330
	-3.956 3
	0.481 1
	-5.427 7
	-2.832 3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对数
	lninv
	330
	-5.913 8
	0.726 1
	-7.932 2
	-3.574 2

	经费投入的对数
	lnrdf
	330
	-5.087 9
	0.622 3
	-7.228 0
	-3.963 3

	对外开放度的对数
	lnopen
	330
	-4.384 4
	0.995 0
	-6.467 3
	-2.207 4

	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数
	lngdp
	330
	10.613 5
	0.517 4
	9.195 7
	11.938 8

	产业结构的对数
	lnind
	330
	-0.833 1
	0.194 6
	-1.262 2
	-0.185 2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基准回归分析
运用stata15.1软件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 1，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bootstrap自助法估计标准误，进行分位数回归得到更加渐近有效的估计量。根据Cameron & Trivedi [22]的建议，针对5%的显著水平，取自助样本为400，每次均使用相同的抽样“种子”为1010 1保证可重复性，分别计算0.1，0.5和0.9分位数上的系数估计值及标准误，结果见表2。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地促进了技术创新，可能是因为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会促使工业企业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工业企业会将这部分资金用在污染的末端治理和前端预防上，通过进行研发和技术创新来平衡自身效益与环境要求，更新净化设施和技术，提高原材料和能源使用效率。企业的经济成本虽然增加，但治污效率提升、生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将会催化出新的商机与财富，这部分成本最终将被抵消，因此，工业企业愿意增加污染治理投资来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验证了假说1。
但在技术创新的0.1、0.5和0.9分位点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依次为0.105、0.0766和0.0643，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相比于高技术创新水平的地区而言，低技术创新水平的地区通过相同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可以促使技术创新水平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也就是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差距，验证了假说2。究其原因，在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的地区，具备高端、成熟的治理技术来改进生产工艺、改善污染排放，进行新的技术创新突破的成本和风险大，这些地区更倾向于向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转移技术和设备来获取经济效益，以便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增加的这部分成本，因此，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的地区的促进作用越小。而在技术创新水平越低的地区，为达到环境规制的要求，工业企业会加大污染治理投资来引进先进的污染治理和预防技术，同时巨大的垄断利润会驱使大多数企业进行自主的技术创新，因此，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水平越低的地区的促进作用越大。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费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都对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经费投入反映了地区或企业的研发意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前提是要有强烈的研发意识，研发意识将促进技术创新的实施；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程度、人均收入的体现，当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或企业将越有充足的资金来进行环保技术、清洁技术等的创新，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正向影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代表一个地区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第三产业为技术创新提供教育、知识等有力支持，因此，产业结构优化将有利于技术创新；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外开放程度对技术创新产生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许多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设置技术壁垒，同时我国的技术人才、知识专利等出现外溢效应。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gti

	
	FE
	QR_10
	QR_50
	QR_90

	lninv
	0.057 2***                                     (0.015 9)
	0.105 0***

(0.028 6)
	0.076 6***

(0.029 4)
	0.064 3* (0.038 5)

	lnrdf
	0.854 6***                                         (0.053 8)                        
	0.601 0***

(0.042 5)
	0.443 0***

(0.043 7)
	0.519 0***

(0.057 3)  

	lnopen
	-0.108 7***                                   (0.040 3)                      
	-0.108 0***

(0.024 1)
	-0.065 8***

(0.024 8)
	-0.043 4

(0.032 5)

	lngdp
	0.260 4***                                       (0.047 0)                     
	0.267 0***

(0.051 8)
	0.338 0***

(0.053 3)  
	0.194 0***

(0.069 9)

	lnind
	0.331 9***                                       (0.092 4)                         
	0.910 0***

(0.121 0)
	0.759 0***

(0.124 0)
	0.939 0***

(0.163 0)  

	constant
	-2.234 2***                                    (0.664 4)                         
	-3.127 0***

(0.754 0)
	-4.481 0***

(0.776 0)
	-2.125 0**

(1.017 0)

	R2
	0.791 7
	0.532 1
	0.531 9
	0.559 5

	N
	330
	330
	330
	330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水平。
4.2稳健性检验
技术创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以上的模型回归分析中可能忽视或遗漏了一些重要因素，产生了遗漏变量的问题。因此，运用补充变量法来加强模型的稳健性和回归结果的科学性。根据以往文献研究，行业规模对技术创新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增加行业规模（scal）这个控制变量，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除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来表示，并取对数引入模型中，结果见表3。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gti

	
	QR_10
	QR_50
	QR_90
	FE
	RE

	lninv
	0.105 0***

(0.033 6)
	0.080 5***
(0.030 7)
	0.052 1* (0.030 3) 
	0.053 9***
(0.015 7)
	0.058 2***
(0.015 8)

	lnrdf
	0.607 0***
(0.052 3)
	0.507 0***
(0.047 8) 
	0.587 0***
(0.047 2)
	0.838 2***
(0.053 3)
	0.718 0***
(0.045 2)

	lnopen
	-0.073 6**
(0.030 2)
	-0.071 0**
(0.027 6)
	-0.019 3

(0.027 3)
	-0.089 1**
(0.040 3)
	-0.077 8***
(0.028 4)

	lngdp
	0.170 0**
(0.076 0)
	0.227 0***
(0.069 4) 
	0.114 0*
(0.068 5)
	0.129 4**
(0.062 8)
	0.129 2**
(0.056 2)

	lnind
	0.882 0***
(0.142 0)
	0.820 0***
(0.130 0)
	0.807 0***

(0.128 0)
	0.423 4***

(0.095 8)
	0.496 7***
(0.091 6)

	lnscal
	0.115 0*
(0.065 7)  
	0.125 0** (0.060 0) 
	0.159 0***
(0.059 3)
	0.131 2***
(0.042 4)
	0.169 0***
(0.039 9)

	constant
	-2.041 0*
(1.038 0)
	-3.055 0***

(0.948 0)
	-1.157 0
(0.936 0)
	-0.908 9

(0.782 8)
	-1.418 2*
(0.731 5)

	R2
	0.539 1
	0.538 8
	0.581 6
	0.798 2
	0.793 9

	N
	330
	330
	330
	330
	330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水平。
表3中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这与前文保持一致；在技术创新的0.1、0.5和0.9分位点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依次为0.105 0、0.080 5和0.052 1，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与前文一致。由此可见，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且合理的。
4.3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技术创新存在滞后性，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模型中引入技术创新的一阶滞后项进行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为保证模型中的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而导致方差增大、显著性降低的问题出现，运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方法对其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的数值均小于10，说明各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很轻微、是可控的，之后的实证分析不需要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变量
	VIF
	1/VIF

	L1.lngti
	3.89
	0.257 1

	lner
	1.47
	0.681 0

	lnrdf
	3.62
	0.276 0

	lnopen
	2.05
	0.486 9

	lngdp
	2.64
	0.378 1

	lnind
	2.23
	0.449 0

	Mean VIF
	2.65
	\


对于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Blundell和Bond[23]将差分GMM和水平GMM方法结合，构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GMM估计，这种系统GMM估计方法可以提高估计效率，估计结果偏误更小。因此，本文采用SYS-GMM方法进行动态回归分析，且为了判断工具变量是否有效和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将采用AR（1）、AR（2）检验和Hansen检验。表5给出了SYS-GMM结果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表5 进一步分析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gti

	
	FE
	SYS-GMM

	L1.lngti
	0.420 1***
（0.041 2）
	0.248 7**
(0.100 6)

	lninv
	0.024 5*
(0.013 8)
	0.065 9**
(0.026 0)

	lnrdf
	0.621 0***
(0.055 3)
	0.345 3***
(0.067 9)

	lnopen
	-0.082 1**
(0.035 7)
	-0.016 7

(0.035 8)

	lngdp
	0.100 7**

(0.044 8)
	0.232 8***
(0.086 6)

	lnind
	0.100 9

(0.079 2)
	0.525 8***
(0.196 4)

	constant
	-0.304 2

(0.638 9)
	-2.910 8**

(1.320 9)

	Hansen检验
	\
	27.20
\ [0.983 \]

	AR(1)检验
	\
	-2.12
\ [0.034 \]

	AR(2)检验
	\
	-0.29
\ [0.770 \]

	With-R2
	0.828 5
	\

	样本数
	300
	30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内为p值，*、**和***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水平。
由表5可知，AR(1)和AR(2)检验结果表明，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在10%的显著水平上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Hansen检验结果显示，可以在10%的显著水平上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因此，以上的SYS-GMM估计结果是可靠的。研究发现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在两种回归结果中均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创新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上一期的技术创新对当期的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正向影响。针对技术创新的这一特性，国家和政府需要持续对企业或区域的技术创新进行激励，比如通过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进行补贴和支持等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前文保持一致，再次证明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与科学性。
5 结论与启示
技术创新始终是解决工业污染的重要手段，是走出经济与环境此消彼长怪圈的关键所在，研究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差距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从整体上来看，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可以显著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水平；随着技术创新分位点的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说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缩小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差距；进一步分析显示，技术创新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上一期的技术创新对当期的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正向影响，需要持续加强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补贴与支持，实现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与累积。
根据研究结果，为了提高中国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缩小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差距，应该逐步解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所需资金的筹集问题与其投资不合理问题。一方面，拓宽工业污染治理资金来源的渠道，适度增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除企业自筹资金以外，进行工业污染治理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补助和银行贷款，政府可以利用环境规制的激励机制来加强工业污染治理的补助、价格优惠等支持性政策，并且完善关于工业污染治理的银行信贷的法律与配套政策。企业受到正向激励后将会注重加强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创新，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也将会积极引进生产技术、设备或创新人才，扩大前端预防效果且提高末端治理效率，有效防治工业污染。另一方面，依据区域技术创新实际发展水平，有差异化地进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缩小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差距。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政府需要加大对这些区域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鼓励企业在引进技术、创新人才等的同时加强技术创新与研发。在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区域，不能只单纯追求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是要注重转变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模式，比如加强工业污染治理相关的产学研合作，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对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区域起到示范与统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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